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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针对中国不断攀升的犯罪率，文章借助 1997 ～ 2013 年中国 30 个省的面板数据和

PMG 模型研究了外来人口比重与刑事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考察了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研究发现，在过去的户籍制度下，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刑事犯罪率，但这主要是由外来人

口中的暂住人口的增加导致的，户籍迁入人口的增加没有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此外，研究还发

现，放松户籍管制、提高外来人口获得当地户口的概率( 入户概率) ，可以有效地降低刑事犯罪率，而且当

入户概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外来人口的增加将不再对犯罪率产生显著的影响。文章从具有中国特色

的户籍制度和犯罪的机会成本出发为理解外来人口与犯罪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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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 30 多年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之相伴随的是犯罪率的显著增加。2015 年中国

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87． 3 万人，提起公诉 139． 1 万人，相比于 2000 年分别上升 22% 和

96. 2%，相比于 1990 年分别上升 44． 2% 和 131． 9%。① 不断攀升的犯罪率不仅对人民的财产生命安

全造成了损害，破坏了社会稳定，还耗费了大量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引起了政府、社会各界以及研究者

的高度重视。由于犯罪率与外来人口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表现出较强的关联，很多人将中国犯罪率

的持续上升归咎于外来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并且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然而，这两者之间是否真的

存在着因果关系? 国内早期的研究局限于统计描述外来人口的犯罪特征( 丁金宏等，2001; 林彭等，

2008) ，最近的研究也只是将外来人口作为控制变量研究收入差距、司法支出等与犯罪率的关系( 陈春

良、易君健，2009; 吴一平、芮萌，2010; 史晋川、吴兴杰，2010a; 陈硕，2012; 陈硕、章元，2014) ，尚缺少专门

针对外来人口与犯罪率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此外，倘若这种因果关系在某一条件下的确存在，那它在

其他条件下是否同样能成立? 已有的研究都没能考虑中国极为重要的制度性因素———户籍制度在外来

人口与犯罪率之间可能产生的重要作用。由于存在着户籍管制，中国很大一部分外来人口无法获得居住

地的户口，被排除在居住地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之外; 又由于户口指标长期遵循“总量控制”的原则，

没有随着外来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成比例地增加，外来人口获得当地户口的概率越来越小。这一“中国特

色”因素的存在及其变化，是否对犯罪率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否会对外来人口数量( 比重)

与犯罪率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起到关键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 1997 ～2013 年的省级面板

数据研究了外来人口增加与犯罪率上升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考察了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2 文献述评

关于犯罪的经济学研究可以追溯到 Becker( 1968) 的经典性论述。Becker( 1968 ) 指出，犯罪行为

是一种理性选择结果: 当犯罪的机会收益超过机会成本时，一个人就会选择犯罪。根据这一理论可

知，外来人口( 比重) 的增加对地区犯罪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条途径: 其一是相对于本地人来说外来

人口犯罪的机会成本更低，因此犯罪倾向更高，外来人口比重的提高自然会导致整体犯罪率的上升;

其二是外来人口的流入对本地人的收入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本地人犯罪的机会成本，继而通

过提高本地人的犯罪倾向导致整体犯罪率的提高。② 然而，这两条机制很有可能不成立。
横向比较来看，外来人口的受教育和收入水平要比本地人低，他们犯罪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因此犯

罪倾向会更高。但是，外来人口的收入具有“双重性”( 史晋川、吴兴杰，2010b) ，虽然其收入与本地人之

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但其纵向收入却有了显著的改善，而这会提高他们犯罪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得他们

的犯罪倾向趋于减小。从机会成本的另一重要维度———失业率来看，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由于在流动

决策时存在着“自选择性”外来人口的失业率要比本地人低( 王德文等，2004; Wang ＆ Sun，2014) 。所以

说，单纯从机会成本角度来看，并不能得出外来人口的犯罪倾向“天然地”要比本地人来得高的结论。③

①

②

③

2015 年的数据来源于 201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增长率由笔者根据 2015 年、2010 年以及 1990 年的《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不考虑外来人口的流入通过增加地区总人口数对犯罪率产生的影响。总人口数的增加会导致更高的犯罪数

量，但我们真正关心的是犯罪率的高低; 总人口数的增加也会通过提高地区人口密度增加犯罪率，但这可以通过

添加人口密度变量加以控制。所以说，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一个地区外来人口比重的上升是否会导致该地区

犯罪率的上升。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外来人口的犯罪倾向更高是因为外来人口中男性、年轻人口的比例更高，而这些被证明是与

犯罪率正相关的( Freeman，1999)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外来人口可能背负着更多的家庭责任、更能

吃苦耐劳、更勤奋，这些不可直接观测的非认知因素又使得他们的犯罪倾向相对较低( Spenkuch，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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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来人口的流入是否会对本地人的收入和就业率产生负面效应，学界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却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相悖的结论可参见 Card( 2001) 和 Borjas( 2003) 。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

外来人口对城镇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小。刘学军和赵耀辉( 2009) 是这方面最

早的实证研究，他们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每增加 10%，城镇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仅下降 0． 3%，工资

仅下降 0． 65%。Meng 和 Zhang( 2010) 研究发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流入对城镇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和

就业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第二条机制也不一定能够成立。
由于外来人口与犯罪率的因果关系无法通过理论分析得到明确的答案，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就显

得非常有必要。在国外的研究文献中，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移民对迁入地犯罪率的影响( 针对美国的代

表性研究有 Moehling 和 Piehl，2009; Borjas 等，2010; Spenkuch，2014; 针对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分

别有 Bell 等，2013; Bianchi 等，2012; Alonso-Borrego 等，2012) 。从结果来看，Borjas 等( 2010) 发现外来

移民导致男性黑人的监禁率上升，而 Alonso-Borrego 等( 2012) 发现外来移民使得西班牙的犯罪率得以

降低，其他研究更多的是发现外来移民对犯罪率没有显著的影响。Nunziata( 2015) 进一步研究发现，

外来移民与迁入地的犯罪率没有显著关联，但却与本地人对犯罪的担忧显著相关。对于中国的外来

人口与犯罪率的关系，目前尚没有文献对此进行专门研究。部分文献在研究收入差距、司法支出等与

犯罪率的关系时将外来人口作为控制变量考察了其与犯罪率的关系( 陈春良、易君健，2009; 吴一平、
芮萌，2010; 史晋川、吴兴杰，2010a; 陈硕，2012; 陈硕、章元，2014) ，他们发现外来人口比重与犯罪率之

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关系是否是稳健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和讨论。
倘若在中国外来人口的增加的确会导致犯罪率的显著上升，这就会与西方国家的经验不一致。

那么，极具中国特色的因素———户籍制度能否解释这一中国特色的经验? 中国的户籍制度除了具有

证明公民身份和为行政管理提供人口资料两项基本功能以外，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还被赋

予了另外两项特殊的功能: 一是限制功能，即限制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功能; 二是附属功能，即户籍上附

着了门类繁多的社会福利( 段成荣等，2008)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待外来人

口的思路从“堵”转为“疏”，户籍制度的限制功能逐步减弱，浩大的“民工潮”就此形成。然而，户籍制

度的附属功能的改革却甚是缓慢，公共服务与户口紧密挂钩，没有迁入地户口就无法享受一系列当地

居民可以享受的公共服务。因此，外来人口能否获得迁入地的户口直接影响到他们犯罪机会成本的

大小，而这又会对他们的犯罪倾向造成影响: 当获得迁入地户口的概率较小时，纵向来看他们收入改

善的幅度减小，横向来看他们与本地人收入的差距扩大，这两条机制都会导致他们犯罪倾向的提高。
因此，根据逻辑分析，我们可以预测到这样的结果: 放松户籍制度管制从而提高外来人口获得迁入地

户口的概率可以降低犯罪率; 此外，相对于户籍制度管制较紧的地区，在一个户籍制度管制较松的地

区中外来人口比重的上升导致犯罪率提高的可能性更低。

3 数据及模型

3． 1 变量及统计描述

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各省的刑事犯罪率。参照已有的研究，本文采用“每万人中检察机关决

定起诉人数”来度量各省的刑事犯罪率，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汇报了使用“每万人中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在计算这两个指标时分母均使用常住人口数。检察机关决定起诉

人数和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人数来源于历年各省( 市、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个别缺失数据根据

《中国检察年鉴》中关于“地方、军事检察工作”的资料进行补充; 常住人口数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

年鉴》。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外来人口比重和入户概率( 获得当地户口的概率) 。陈春良和易君健

( 2009) 以及吴一平和芮萌( 2010) 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中的户籍迁入人



66 人口研究 40 卷

口数作为外来人口数，而史晋川和吴兴杰( 2010a) 、陈硕( 2012) 以及陈硕和章元( 2014) 选用《全国暂

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暂住人口数作为外来人口数，但无论是户籍迁入人口还是暂住人口，它们

都只是外来人口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使用户籍迁入人口数和暂住人口数的总和来衡量外来人口数①。
相应地，外来人口比重由外来人口数除以常住人口数得到。对于入户概率，一个直接的指标户籍迁入

人口数占外来人口数的比重。由于外来人口在决定是否犯罪时无法直接观察到当年的入户概率，只

能基于前一年的情况来预判，所以本文在实证时将入户概率滞后一期。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Ｒesults of Variables

定义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每万人中检察机关决定起诉人数 7． 66 7． 11 0． 50 24． 62 3． 30

每万人中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人数 6． 66 6． 31 1． 74 15． 40 2． 46

外来人口比重( % ) 8． 57 4． 95 1． 88 48． 93 9． 07

入户概率( % ) 31． 28 31． 91 1． 30 75． 92 17． 97

城乡收入差距 2． 96 2． 86 1． 62 5． 50 0． 63

15 ～ 64 岁人口比重( % ) 71． 83 71． 51 62． 37 83． 85 4． 10

男女性别比( 女性 = 100) 103． 81 103． 83 91． 44 115． 23 3． 79

市区人口密度( 人 /平方公里) 859． 64 680． 96 92． 00 3854． 00 681． 50

人均社保就业支出( 元 /人) 348． 01 253． 48 9． 26 2348． 70 326． 19

社保就业支出比重( % ) 12． 51 12． 64 1． 93 26． 02 4． 79

人均司法支出( 元 /人) 173． 96 126． 81 17． 67 864． 03 151． 02

司法支出比重( % ) 6． 49 6． 41 3． 48 10． 79 1． 20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3． 57 3． 60 0． 60 7． 40 0． 82

城市化率( % ) 34． 34 29． 95 14． 04 89． 76 16． 14

注: 历年的人均社保就业支出和人均司法支出已经根据价格指数调整为 1997 年可比价格。在之后的回归方程

中，每万人中检察机关决定起诉人数、每万人中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人数、市区人口密度、社保就业支出比重以及司法支

出比重均使用对数形式，对被解释变量取对数是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漏报造成的测量偏差，对市区人口密度

取对数是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社保就业支出比重和司法支出比重取对数是为了方便地观察犯罪率对两者的弹性

大小。西藏的市区人口密度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缺失较多，因此没有被包括在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和实证样本中。

基于已有的研究，本文还在模型中考虑了以下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率为代表的中国转型

期的社会经济特征，15 ～ 64 岁人口比重、男女性别比、市区人口密度为代表的人口因素，社保就业支出

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司法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代表的政府因素，以及城镇登记失业率所代

表的劳动力市场因素。市区人口密度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乡收入差距、社保就业支出

以及司法支出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此外，政府分别在 1983、1996、2001 及 2010 年实施了 4 次“严打”运动，因此本

文还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是否“严打”年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是 1997 ～ 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数据从 1997 年开始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① 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前一年以及更早的户籍迁入人口已经完全融入当地，不再具有外来人口的特征，因此仅当

年的户籍迁入人口被计入当年的外来人口中。所以说，本文使用的“外来人口”可以定义为: 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

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 3 日以上的人口( 这正是公安部在《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对

“暂住人口”的定义) ，以及取得目前居住所在地的户口不超过 1 年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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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 1997 年全面修订了刑法，庭审方式、犯罪界定、惩罚力度等都发生了较大的调整，修订前后的

犯罪数据不可直接比较①; 第二，中国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开始于 1997 年，以公安部于 1997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为开端的;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受到数据可得性

的限制，官方统计发布的暂住人口数据从 1997 年才开始，1997 年是《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首

次发布。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3． 2 实证方法: PMD

对于面板数据，传统的处理方式是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或者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它们允许截距

项在组间存在差异，但是假设斜率项在组间相等。Pesaran 和 Smith ( 1997 ) 指出，一旦这个假设不成

立，就会导致估计结果的不一致甚至得到具有误导性的结果。同时，他们发现，他们提出的组平均

( Mean Group，MG) 估计量能够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然而，这种方法也不是没有缺点，因为它走向了

另一个极端，它允许组间的截距项和斜率项均不相等，然而实际上部分参数在组间可能是相等的，这

种处理方式使得需要估计的参数大大增加从而导致估计效率的降低。所以，Pesaran 等( 1999) 在此基

础上发展出了混合组平均( Pooled Mean Group，PMG) 估计量。该方法假设长期的斜率项在组间相等，

但是允许截距项、斜率项以及残差项方差在短期内在组间存在差别。与随机效应模型或者固定效应

模型相比，PMG 的假设更加符合实际，因此 PMG 的估计结果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与 MG 相比，PMG 由

于增加了约束条件使得模型的自由度上升，从而保证了估计效率。鉴于 PMG 的优点，本文采用该方

法来估计外来人口和户籍制度对刑事犯罪的影响。
假设一个地区过去的犯罪率会对当期的犯罪率产生影响，过去的外来人口比重大小和入户概率也

会对当期的犯罪率产生影响，那么基于这种动态面板数据，我们可以用如下式子表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Crimeit = ∑
p

j = 1
λ ijCrimei，t －j +∑

q

j = 0
αijMigranti，t －j +∑

k

j = 0
βijHukoui，t －1－j + γ'iXit + Ui + εit ( 1)

其中 i 表示地区( 省份) ，t 表示年份，Crime 表示地区刑事犯罪率，Migrant 表示外来人口比重，

Hukou 表示入户概率，X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μ 表示地区截距项，ε 表示随机扰动项，λ、α、β、γ 均为允

许在组间不相等的回归系数。
如果( 1) 中的所有变量都一阶协整，即 I( 1) ，那么随机扰动项 ε 为 I ( 0 ) 过程。式( 1 ) 可以重新

写成:

Crimeit = λ i1Crimei，t －1 + αi0Migrantit + αi1Migranti，t －1 + βi0Hukoui，t －1

+ βi1Hukoui，t －2 + γ'iXit + μi + εit ( 2)

对式( 2) 进行重新参数化，得到如下误差修正项方程:

ΔCrimeit = i ( Crimei，t －1 － θi0 － θi1Migrantit － θi2Hukoui，t －1 － θ'i3Xit )

－ αi1ΔMigrantit － βi1ΔHukoui，t －1 + εit ( 3)

其中，式( 3 ) 括号中的部分是误差修正项，捕捉到变量间的长期关系，也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θi0 = Ui / ( 1 － λ i1 ) ，是均衡时的截距项; θi1 = ( αi0 + αi1 ) / ( 1 － λ i1 ) 表示外来人口比重对地区刑事犯罪率

的长期效应; θi2 = ( βi0 + βi1 ) / ( 1 － λ i1 ) 表示入户概率对地区刑事犯罪率的长期效应; θ'i3 = γ'i / ( 1 －

λ i1 )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的长期效应。另外，i = － ( 1 － λ i1 ) ，是误差修正项系数，在均衡时应为负数

且显著。

① 刑法在经过 1997 年全面修订之后，又有过 9 次修正，最近的一次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九) ，修订后的刑法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开始施行，9 次修正都只是对相关条例的

局部补充和细化，因此 1997 年之后犯罪数据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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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

4． 1 实证结果: 基准模型

用最大似然法对式( 3)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从模型( 1) 到模型( 7) ，被解释变量都是以每

万人中检察机关决定起诉人数的对数形式衡量的刑事犯罪率，所不同的是逐步增加了感兴趣的变量

以及更多的控制变量。特别地，为了检验外来人口比重的边际效应在不同入户概率下是否不同，笔者

又增加了模型( 8) 。
在模型( 1) 中，外来人口比重的系数高达 0． 169 且在统计上显著，但在加入入户概率这一变量之

后，其系数大幅度缩小至 0． 013。这主要是因为外来人口比重和入户概率这两者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

境下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虽然部分省份早在新世纪初就已经用准入条件替代人口控制指标，

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遵循着“总量控制”的原则，而这个“总量”往往是根据本地区的综合承受能力等

因素而不是外来人口规模的大小设定的①，这就导致在外来人口规模增大时入户概率会“被动地”下

降。如果在外来人口增加时，政府部门“主动”维持入户概率不变，那么外来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犯罪率

的影响就会被大大降低。所以，无论是入户概率显著为负的系数( － 0． 017) 还是在控制入户概率后外

来人口比重系数的大幅度下降( 从 0． 169 到 0． 013) ，都表明了入户概率在外来人口与犯罪率这两者之

间的重要作用。
在逐步控制更多变量之后，我们发现，外来人口比重和入户概率系数的估计结果是相当稳定的。

有一个值得说明的地方是从模型( 6) 到模型( 7) ，外来人口比重和入户概率的系数都增加了 0． 5 个百

分点，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有大幅度的提高，并且从统计上不显著变为显著。笔者以为，这是由变

量间的正相关关系导致的: 外来人口比重高的地区，人口规模增大，司法支出比重也相应提高; 入户概

率高的地区，地方政府需要分配更多的财政经费用于社保就业支出; 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时，不稳定

因素增加，政府也倾向于增加社保就业等再分配性支出和司法等威慑性支出; 而从模型( 7) 的结果可

知社保就业支出比重和司法支出比重对犯罪率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所以不考虑这两个政府性因素

会导致对外来人口比重、入户概率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系数的低估。
根据模型( 7) 的结果，外来人口比重的系数为 0． 022，这表明在过去的入户概率下，外来人口比重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犯罪率平均将提高 2． 2%。但这种效应在不同的入户概率下是不同的。为了检验

外来人口比重的边际效应在不同入户概率下是否不同，笔者增加了模型( 8) 。根据入户概率是否小于

其中位数 31． 9%生成一个新的变量，如果入户概率小于 31． 9% 则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那

么，当模型中同时包含外来人口比重和外来人口比重与该变量的交互项时，前者捕捉到入户概率不小

于 31． 9%的情形下外来人口比重对犯罪率的边际效应，而入户概率小于 31． 9% 情形下的边际效应是

两者的系数之和。模型( 8)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包含交互项之后外来人口比重的系数不再显著; 相反，

交互项的系数高达 0． 036，两系数之和为 0． 034，约是 0． 022 的 1． 5 倍。也就是说，在入户概率较小时，

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将显著提高犯罪率，外来人口比重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犯罪率平均将提高 3． 4% ;

但是在入户概率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不会对犯罪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已有的

研究之所以得出外来人口的增加会提高犯罪率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入户概率这一重要的

条件。

① 以外来人口大省广东省为例，其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 粤

府办发〔2010〕32 号，2010 － 06 － 23) 中提出入户管理需要遵循“总量控制、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稳妥有序”的原

则。虽然原则上农民工积满 60 分即可申请入户，但最终能否入户还需要根据“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当年入户

计划和农民工积分排名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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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外来人口、户籍制度与犯罪率: 基于误差修正项的 PMG 估计

Table 2 Immigrants，Hukou System and Crime Ｒate: Projections with PMG Model

被解释变量: 每万人中检察机关决定起诉人数( ln)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调整项系数 － 0． 266＊＊＊ － 0． 391＊＊＊ － 0． 387＊＊＊ － 0． 393＊＊＊ － 0． 363＊＊＊ － 0． 352＊＊＊ － 0． 389＊＊＊ － 0． 386＊＊＊

( 0． 052) ( 0． 063) ( 0． 063) ( 0． 063) ( 0． 065) ( 0． 066) ( 0． 058) ( 0． 059)

外来人口比重 0． 169＊＊＊ 0． 013＊＊＊ 0． 014＊＊＊ 0． 014＊＊＊ 0． 016＊＊＊ 0． 017＊＊＊ 0． 022＊＊＊ － 0． 002

( 0． 014)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08)

入户概率 － 0． 017＊＊＊ － 0． 017＊＊＊ － 0． 017＊＊＊ － 0． 019＊＊＊ － 0． 018＊＊＊ － 0． 013＊＊＊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2)

外来 人 口 比 重 × 入

户概率小于 31． 9%
0． 036＊＊＊

( 0． 008)

城乡收入差距 0． 019 0． 018 0． 017 0． 220＊＊＊ 0． 123＊＊

( 0． 049) ( 0． 047) ( 0． 047) ( 0． 045) ( 0． 050)

15 ～ 64 岁人口比重 － 0． 017＊＊＊ － 0． 013＊＊ 0． 010* 0． 021＊＊＊

( 0． 006) ( 0． 006) ( 0． 006) ( 0． 004)

男女性别比 0． 003 0． 004* 0． 006＊＊ 0． 003

( 0． 002) ( 0． 002) ( 0． 003) ( 0． 002)

市区人口密度 0． 180＊＊ 0． 172＊＊ 0． 144*

( 0． 081) ( 0． 076) ( 0． 074)

社保就业支出比重 － 0． 408＊＊＊ － 0． 185＊＊＊

( 0． 062) ( 0． 062)

司法支出比重 － 0． 229＊＊ － 0． 300＊＊＊

( 0． 095) ( 0． 083)

“严打”年 0． 067＊＊＊ 0． 067＊＊＊ 0． 067＊＊＊ 0． 067＊＊＊ 0． 057＊＊＊ 0． 063＊＊＊

( 0． 021) ( 0． 021) ( 0． 021) ( 0． 021) ( 0． 022) ( 0． 019)

常数项 0． 335＊＊＊ 0． 991＊＊＊ 0． 968＊＊＊ 0． 956＊＊＊ 1． 232＊＊＊ 0． 655＊＊＊ 0． 205＊＊＊ 0． 142＊＊＊

( 0． 057) ( 0． 147) ( 0． 145) ( 0． 142) ( 0． 205) ( 0． 108) ( 0． 026) ( 0． 026)

观测值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省数量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Log Likelihood 407． 45 436． 42 468． 55 468． 60 473． 33 474． 44 481． 44 478． 13

注:＊＊＊、＊＊、* 分别表示在 0． 01、0． 05 和 0．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圆括号内是被估计参数的标准差。

根据模型( 7) 的结果，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得到 1997 年以来外来人口比重上升以及入户概率下

降对犯罪率上升的贡献。从 1997 ～ 2013 年，犯罪率( 对数形式) 从 1． 43 增加到 2． 35，上升了 0． 92。
同时外来人口比重从 4． 77%增加到 14． 87% ( 提高 10． 1 个百分点) ，入户概率从 39． 87 下降到 15． 77
( 下降 24． 1 个百分点) ，两者对犯罪率的上升分别贡献 24% ( 等于 0． 022 × 10． 1 /0． 92) 和 34% ( 等于

－ 0． 013 × ( － 24． 1) /0． 92) 。入户概率下降的贡献要大于外来人口比重增加的贡献，这再次警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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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注意户籍管制在社会犯罪方面的负面影响。
就其他因素而言，本文发现除城市化率以外，其他因素都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城乡收入

差距对犯罪率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这与一般的认识相符合，也得到了已有研究包括胡联合等

( 2005) 、陈春良和易君健( 2009) 、Edlund 等． ( 2013) 以及 Cheong 和 Wu( 2015) 等的支持。15 ～ 64 岁

人口比重在模型( 7) 和模型( 8) 中显著为正，但在其他模型中却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该变量与青

春期人口比重、社保就业支出比重等变量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相关关系导致的。市区人口密度对犯罪

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比如 Glaeser 和 Sacerdote( 1999) 、陈硕( 2012) 以及陈硕和章

元( 2014) 的发现一致。另外，与陈硕( 2012) 以及陈硕和章元( 2014) 的发现一致，本文也发现在考虑

市区人口密度之后，城市化率对犯罪率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中考虑或者不考虑城市化率这个变量，

其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在去除市区人口密度这个变量后城市化率的系数变得

显著为正。所以说，城市化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犯罪率的提高，它是通过提高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一

中间机制提高了犯罪的便捷性。社保就业支出比重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犯罪率，弹性在 － 0． 185 和

－ 0． 408 之间。根据陈春良和易君健( 2009) 以及吴一平和芮萌( 2010) 的估计结果，社会福利支出比

重( 不取对数) 的系数在 － 0． 022 和 － 0． 031 之间，依照本文社保就业支出比重的平均值( 12． 51) ，我们

可以计算得到相应的弹性在 － 0． 275 和 － 0． 388 之间，因此本文的结果与他们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

的。本文的结果显示增加司法支出可以显著抑制犯罪率的增长，这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 Becker，
1968) 的预测结果以及西方实证研究结果( 比如 Draca et al． ，2011) 相一致，但与已有的关于中国经验

的研究结果相矛盾。章元等( 2011 ) 发现了司法支出对犯罪率显著的正向效应，而陈春良和易君健

( 2009) 以及陈硕( 2012) 等没有发现显著的效应。笔者以为，章元等( 2011) 发现的正效应很可能是由

联立性问题导致的; 陈硕( 2012) 利用工具变量处理了联立性问题，仍没有发现显著的负向效应，可能

的原因有二: 一是他使用的数据同时包括了 1997 年之前和之后，而 1997 年前后的犯罪数据由于刑法

的全面修订不可直接比较，没有对该问题进行特别处理可能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 二是司法支出对犯

罪率的效应在不同时期大小有可能不同，司法支出对犯罪率的平均效应在 1989 ～ 2008 年这一长时期

内不显著，但自 1997 年以来却表现出显著的负面效应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最后，本文发现失业率与

犯罪率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认识相悖，这可能是由本文使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

质量偏低导致的。鉴于在模型中引入失业率变量前后其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变化不大，本文选择不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失业率变量。
4． 2 实证结果: 稳健性检验①

首先，由于无法观察到实际的犯罪率研究中普遍使用汇报数据，这有可能导致一定的测量误差，

使用多种不同的汇报数据进行相互验证是降低这种风险的一种可行的办法。本文采用“每万人中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了方程。得到的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均表明: 在过

去的入户概率下，外来人口的增加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而改革户籍制度、增加入户概率可以显著降

低犯罪率。
第二，本文的样本中包含了除西藏以外的其他 30 个省( 市、自治区) ，但 4 个直辖市的社会、人口、

经济、政策条件都与其他地区有着显著的差别，这种特殊性可能使得外来人口比重、入户概率与犯罪

率之间的关系在这 4 个地区中也具有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地区中的关系简单混合在一起，因此本文使

用不包含这 4 个地区的样本重新进行了估计。得到的结果否定了这种担忧，因为重新估计得到的结

果与基准模型的结果高度一致。

① 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没有列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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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犯罪率与外来人口比重、入户概率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为因果关系。因为当一个

地区的犯罪率相当高时，地方政府可能会加强户籍管制、降低入户概率甚至直接行政干预外来人口的

流入。从逻辑上来看，这种联系性问题在地区犯罪率较低时应当不那么明显。所以笔者根据 2001 年

严打时期的数据筛选得到犯罪率水平小于平均值的省份，并重新进行了估计。① 结果显示，除了市区

人口密度和司法支出比重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之外，其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仍然与基准模型一致。市

区人口密度的系数变得不再显著主要是由样本量变少导致的，我们可以发现相应的标准差有很大幅

度的增加。至于司法支出的效应不显著，我们可以用边际替代率递减来理解: 相对于高犯罪率，低犯

罪率条件下司法支出带来的威慑性效应会相对弱一些。
第四，笔者采用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Arellano 和 Bond( 1991) 提出了

DIF-GMM 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但其估计量较易受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产生有限样本偏误。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Arellano 和 Bover( 1995 ) 和 Blundell 和 Bond ( 1998 ) 又提出了另一种 GMM 估计量，即

SYS-GMM 估计量。由于 SYS-GMM 估计量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本文采用 SYS-GMM 方法。在估

计之前，笔者先采用 4 年平均的方式将数据压缩为 4 期。在估计过程中，外来人口比重、入户概率、社
保就业支出比重以及司法支出比重均被视为内生变量。首先，Arellano-Bond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项满

足一阶序列相关但是二阶序列不相关条件，而 Sargan 检验结果显示额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这表明

SYS-GMM 方法有效的前提得到了满足。从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来看，外来人口比重的系数仍然显著

为正，而入户概率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社保就业支出比重和司法支出比重仍然对犯罪率表现出显著

的抑制作用。
第五，本文在上一部分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在入户概率较小时，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将显著提高

犯罪率; 但是在入户概率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不会对犯罪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推论: 外来人口中的暂住人口的增加会显著提高犯罪率，但是户

籍迁入人口的增加不会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为此，本文将外来人口分为暂住人口和户籍迁入人

口两部分，分别计算他们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继而考察两者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支持

了上述推论。在陈春良和易君健( 2009) 以及吴一平和芮萌( 2010) 的研究中，他们用户籍迁入人口数

度量外来人口数，并发现净户籍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刑事犯罪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笔者以为，这种正相关关系很可能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没有在模型中控制人口密度和暂住人口

比重。
以上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表明，第一部分获得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在过去的入户概率下，

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刑事犯罪率，但这主要是由外来人口中的暂住人口的增加导致的; 入

户概率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刑事犯罪率; 当入户概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外来人口的增加将不再对

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

5 结论

诸如“外来人口的增加会提高犯罪率”这样的判断对社会舆论、政策选择等影响巨大，学界却尚未

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地分析和检验。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从犯罪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出发，分析了

外来人口、户籍制度与犯罪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借助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给予了实证检验。具体而

言，由于外来人口的收入具有“双重性”，流动决策时又存在着“自选择性”，他们的犯罪倾向并不天然

地要比本地人来得高。对于外来人口的负外部性，已有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所以外来人口

①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做法会导致截断样本( Truncated Samples) 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但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

方式，仍然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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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也不一定会通过提高本地人的犯罪倾向从而导致整体犯罪率的提高。然而，户籍制度的存在，

减少了外来人口纵向收入的改善幅度，增大了他们与本地人横向收入的差距，从而人为地降低了他们

犯罪的机会成本，使得他们更有可能走向犯罪。因此，本文认为，外来人口的增加不一定会提高犯罪

率，外来人口取得当地户口的概率( 入户概率) 会在这一关系中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借助中国

1997 ～ 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我们利用 PMG 模型研究了外来人口比重与刑事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

系，并且考察了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入户概率下，外来人口比重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犯罪率平均将提高 2． 2%，但这主要是由外来人口中的暂住人口的增加导致的，户籍迁入人

口的增加不会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放松户籍管制、提高外来人口的入户概率，可以有效地降低刑

事犯罪率，入户概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犯罪率将降低 1． 3%。根据本文的粗略估算，1997 ～ 2013 年，

外来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入户概率的下降对犯罪率上升的贡献分别占到 24% 和 34%。此外，我们还发

现，虽然在过去的入户概率下，外来人口的增加会导致犯罪率的提高，但是当入户概率提高到一定程

度之后，外来人口的增加将不再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对以上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

验，包括改变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删减奇异样本、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以及对推论进行检验，发

现结果是一致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外来人口的增加会提高犯罪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应验的

预言: 由于社会对外来人口存在着偏见，担心外来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犯罪，因此加强户籍管制

以降低外来人口的预期收益从而减少他们的流入，但这同时也降低了外来人口犯罪的机会成本，最终

导致他们参与更多的犯罪活动，预言就此成真。因此，消除对外来人口的偏见，放松户籍管制甚至完

全放开户籍管制，才是降低高企的犯罪率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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